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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危机警觉性是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的?
一个双中介模型

胡洪浩,王重鸣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文章基于信息加工理论以及“信息→认知→行动”框架,探索并验证了高管危机警

觉性与组织二元创新策略间(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的内在机制与路径模型,即组织响应和

组织自省的双中介效应。文章基于218家企业调研数据,所采用的层次回归、结构方程建模和

Bootstrapping 等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高管危机警觉性正向影响组织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
高管危机警觉性通过组织响应影响渐进式创新,通过组织自省影响突变式创新。研究结论为企业

在危机下实现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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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p Managers Crisis Alertness Makes A Difference in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Dual Mediation Model

HU Honghao, WANG Zhong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Draw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the framework of “ information→cognition→action” , the study

explored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crisis alertness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proposed that organiza-

tional responsive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flexivi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rs crisis alertnes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 Empirical results from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N = 218) showed that org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sis alertness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reflexivi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sis alertness and rad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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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后疫情时代,各行各业正在经历一场以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大变局 [1] 。面对快速演变的商业



环境,企业组织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创新举措来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以重新塑造竞争优势。企业选择有

效的创新行动离不开高层管理者对机会与威胁信息的前瞻警觉 [2-3] 。高管的危机警觉性(Crisis Alertness)
是影响组织开展创新变革的重要动力因素 [4-5] 。在以往文献中,警觉性已经被证明对组织创新与变革有积

极作用,包括战略变革 [2,6] 、创新策略 [5,7] 、商业模式 [8] 、公司内部创业 [9] 等。既然高管对危机的警觉性可以

帮助企业识别创新机会,那么为何有的企业创新成功了,而有的却没有呢?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组织创新之

间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关于警觉性对组织创新的效能影响有一定的研究,但仍然存在几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问题。

第一,警觉性被看作是识别创新机会的重要因素 [5,7] ,但很少有研究来探索组织如何把创新机会转化为创

新行动与策略的,即警觉性影响创新行动的内在发生机制。已有实证研究主要关注警觉性对某种特征的创

新模式、策略或绩效的影响作用,如组织变革策略选择 [6] 、创新机会识别 [2] 、商业模式创新 [8] 和新创企业

绩效 [10] 等,缺乏对不同类型的创新策略的关注(如二元创新等)。第二,现有关于警觉性与组织创新间中介

机制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行为视角,以警觉性对创新机会识别与发现的行为过程机制探讨为主,所涉及的

行为过程变量包括领导行为风格 [6] 、资源拼凑行为 [11] 、创业学习行为 [8] 等,但缺乏基于组织认知视角下过

程机制探索 [12-13]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 [14-15] ,个体对信息的认知加工通常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积极认

知,即对环境信息的理解是积极的、合理的;第二种是消极认知,即对环境信息的理解是负面的、抵触的。高
管作为组织成员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其传递的信息会直接影响组织成员在工作中的认知以及态度行

为 [16] 。然而,由于组织成员对同一信息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果,因此,面对高管从危机信息中

敏锐察觉到的潜在机会,组织成员有可能会产生积极认知,也有可能产生消极认知。这种存在于组织内

“一体多面式”的认知特征,会影响组织内不同的机会行动传导路径的形成 [12-13] 。一些关注组织响应(Or-
g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的研究认为,组织在获得新信息或新知识后会表现出一种高效率的行动倾

向 [17] ,包括行动的设计、跟进与调整等 [3,18] 。因此,本研究试图引入组织响应作为组织积极认知加工的

行动结果,以中介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策略间的关系。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组织自省 ( Organizational
Reflexivity)是组织开展高不确定性任务 信 息 加 工 的 重 要 环 节 与 策 略 [19 -20] ,并 且 可 以 促 进 组 织 创

新 [21 -23] 。因此,本研究试图引入组织自省作为组织消极认知加工的行动结果,以中介警觉性与组织创新

策略的关系。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组织创新与变革转型作为任务情境,研究高管危机警觉性是如何影响组织创

新策略的机制问题。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试图验证高管危机警觉性通过组织响应和组织自省两种不同的机

会传导路径来影响组织的突变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并揭示创新机会从认知可取到可行的发生过程,以进

一步完善与丰富警觉性理论中关于“信息→认知→行动”的内在机制研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策略

警觉性概念起源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Kirzner 关于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 [24] ,主要指企业

家对非均衡市场中出现的套利机会的及时发现与察觉。因此,警觉性一直以来是创业机会发现与识别领域

最热门的研究议题之一,强调了创业者对机会的扫描、识别与评价等一系列的行为 [12] 。随着组织变革与战

略决策等相关理论的发展,学者们也逐步关注高层管理者的警觉性特征,重点强调高管人员对组织内外信

息的扫描、捕捉与评估以促进组织战略决策 [4-6] 。基于近期相关研究 [5-6] ,本研究将高管危机警觉性定义为

高管人员对组织内外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信息进行敏锐察觉的能力。高管危机警觉性可以帮助企业扩大危

机信息的搜索范围[9] ,提高信息与知识获取的时效[18] ,助力企业组织更快、更多地识别潜在的机会[5] 。
组织创新是一项为提升组织效能而开展的多要素、多层次、多流程的系统性创新活动 [25] 。根据组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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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理论 [26] ,组织创新通常被划分为渐进式创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和突变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
两种策略。其中,渐进式创新指为满足存量市场及客户所开展的各项组织创新活动,强调对现有产品、服
务、工艺、流程等改进;突变式创新指为满足增量市场及客户所开展的各项组织创新活动,强调对新产品、
新服务、新工艺和新流程等创设。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二元创新策略对组织绩效都有促进作用 [27] 。本研究

将借鉴上述二元创新分类策略。
本研究认为,高管的危机警觉性越高,组织越倾向于实施创新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Weick 等学

者 [28-29] 选取了多个灾难案例来研究危机中组织对信息的认知与加工过程,结果表明高管对日常工作中出

现的意外与威胁线索保持警觉,是组织做出创新变革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关注外部信息搜索的学者

认为,高管对行业变化、市场需求以及技术更替等危机信息的有效察觉与识别,可以促进组织创新活

动 [2,5,9] 。如 Cho 和 Hambrick[2] 对美国航空业在放松管制后的变化的研究发现,高管对行业变革的高度警

觉性是推动公司创新的关键动力。Simsek 等 [9] 对美国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对市场与客户信

息的警觉可以促进公司创业活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管危机警觉性正向影响组织创新。
假设1a:高管危机警觉性正向影响渐进式创新。
假设1b:高管危机警觉性正向影响突变式创新。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 [14-15] ,个体的认知及态度的形成是个体对所获取信息进行加工的结果。通常,个体

对信息的认知加工会产生两种结果:积极认知和消极认知 [14] 。积极认知结果表明,个体对环境信息的理解

符合自身认知范畴,会出现信息合理化与积极认同,其基于信息认知的态度与行为表征为坚决果断与迅速

有力;消极认知结果表明,个人对环境信息理解超出自身认知范围,会出现认知冲突以及焦虑情绪,其基于

信息认知的态度与行为表征为犹豫思疑与矛盾反思。
在组织中,高管作为组织成员重要的信息来源,其传递的信息会直接影响组织成员在工作中的认知加

工及态度行为 [20] 。然而,由于组织成员通常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获取高管的信息,再加上角色与职位不同以

及认知能力差异,组织成员对同一机会信息有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解释 [30] 。在积极认同模式

下,组织成员会表现出较高的行动倾向,以消除组织内沟通障碍,加快机会行动。这种模式下的行为具有响

应性特征。而在消极冲突模式下,组织成员会产生焦虑与不安,并进一步触发组织的信息搜索以及理念调

整等行动。这种模式下的行为具有自省性特征。本研究认为组织响应和组织自省是组织两种不同认知加工

模式的产物,它们都反映了组织成员对高管机会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后的行动反馈,体现了组织内部对机会

信息的解释与认知匹配结果。这些认知与行动产生过程的本质是对机会的可取性和可行性的分析,进而影

响“信息到行动”的发生过程 [31] 。
组织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组织知识与能力重构的过程 [32] 。学者们也从情境二元性的角度阐述了组织

创新是兼顾纪律性和创造性的过程 [33] ,既要用到组织原有的知识与行动能力,也要吸收并获取新的知识

与行动能力。组织响应强调了组织对既定行动的评估以及对后续行动所做出快速调整与跟进执行,组织自

省强调了评估与反思组织内固有的认知模式与观念,扩宽组织的认知范围。因此,本研究把组织响应和组织

自省看作为情境二元性的组成要素,为实现创新机会的落地转化提供知识与能力基础,以推动组织创新。
接下来,本研究将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所提出的两种不同传导路径,来探讨组织响应和组织自省对高管

危机警觉性和组织创新策略的中介作用。

(二) 组织响应的中介作用

组织响应是组织在获得新信息或新知识后会表现出一种高效率的行动倾向 [17] 。战略领域的学者把组

织响应看作是组织实现从信息资源到能力形成的基础 [3,18] ,是快速调整与行动执行的表征 [34] 。在相同的

外部环境下,即使获得了相同的机会或威胁信息,企业所开展的应对行动也会迥异 [35] ,这个过程体现了组

织对危机信息解释和行动响应的差异 [36] 。

23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2022 年



本研究认为高管危机警觉性可以提高组织响应速度。首先,高管危机警觉性强调了对危机信息搜索的

及时性,这会加快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与响应速度 [9] ;其次,高管危机警觉性强调对机会与威胁线索保持

密切关注。当组织成员对危机信息表示出较高认同时,可以消除组织内部因认知冲突所带来的沟通障碍,
加快组织上下对关键决策议题达成共识 [29] 。再次,当组织成员对高管的机会或威胁信息产生一致性理解

时,组织成员往往会表现出对组织更高的认同、自信与希望,其行动响应速度也会有所提升 [35] 。另外,高管

危机警觉性也强调了对危机的前瞻判断与预见,这也提高了组织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度。在这种宽容失败的

工作氛围下,组织成员的行动响应速度也会有所提升 [4-5] 。
相关研究表明,组织响应能促进组织创新。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 [37] ,组织响应能力是企业获取稀缺性

资源与能力的基础,它能够对组织所获取的信息与知识产生杠杆作用,促使企业快速采取行动以获得先发

优势。Wei 等 [36] 以180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响应更快的企业,更能够把市场机会信息

转换为市场创新行动,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服务。Hult 等 [34] 研究也表明,组织响应水平较高的

企业,其营销策略以及渠道策略的创新程度也更高,更贴近客户需求。另外,一些学者从知识链的角度提

出,组织开展创新需要具备完整的知识链,其中,行动意愿是完整知识链的关键要素之一 [38] 。组织响应体

现了组织开展机会行动的能力与意愿,能够帮助企业迅速采取优于竞争者的行动,以加快创新机会的落地

转化 [39]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组织响应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的关系。
假设2a:组织响应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
假设2b:组织响应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突变式创新的关系。

(三) 组织自省的中介作用

组织自省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路径与行动等进行反思 [19] 。自省过程是决策信息加工的重要产

物,体现了组织成员对内外环境中获取信息开展多视角与多方法的评估,从而根据环境变化来做出目标与

行动的调整 [20] 。当组织成员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复杂多样的危机信息时,会出现一定的认知冲突,进而产

生焦虑、怀疑与不安 [40] ,这就会促组织成员对所接收信息的重新思考,甚至更新自身的认知与行为 [35] 。
本研究认为高管危机警觉性可以促进组织自省。首先,高管危机警觉性强调了对危机线索变化的关

注,即获取危机信息,这种信息获取导向会传递给组织成员。相关研究表明,危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特征

是推动组织进行自省与反思的关键诱因 [28] 。其次,当组织成员对高管的机会或威胁信息产生认知冲突时,
组织成员会因自身认知匮乏表现出焦虑与不安,进而会促使自己重新思考原有的工作理念与方法 [40] ;另
外,高管危机警觉性强调了不能满足现状,而是要做好积极应对挑战与变化的准备,能够克服组织成员按

照常规方法或惯例开展工作的惰性思维,促进其不断改变工作理念与方法 [5] 。最后,高管的危机警觉性也

体现了高管对机会的追求,这可能会促使高管给组织成员分配更多本职工作以外的职责与任务,进而引起

组织成员对工作的反思 [41] 。
以往多项研究表明,组织自省能够促进组织创新。组织自省能够让企业重塑价值观与理念,并重新形

成新的知识、过程与路径 [20-21] 。与此同时,组织自省也能够促进企业组织更新能力,以适应突变式或颠覆

式创新 [23] 。Lyu 等 [23] 从资源匹配的角度提出,组织自省的一大益处是让组织以新的理念和新的方法来解

释即将实施的创新与变革。Collins[21] 通过对18家卓越企业和18家优秀企业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卓越

企业能够持续创新的关键成功要素之一是保持“永远不够好”的理念,即在动态变化的商业竞争中不断自

省与反思。姚柱等 [20] 通过对科技企业研发人员的自省行为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研发人员经常性

的反思与自省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组织自省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的关系。
假设3a:组织自省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
假设3b:组织自省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突变式创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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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构思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了大样本问卷调研方法收集数据。为了尽可能减小同源偏差,本研究以成套问卷形式发

放,每个参与调研企业至少完成3份问卷。其中,企业创始人或高管填写高管版问卷,其他管理人员或员工

填写员工版问卷。问卷发放主要委托长三角地区部分地市科技局和经信委等单位,通过开具介绍信给辖属

30多个科技园和创业园,通过邮寄以及网络等多种形式完成问卷发放。经过两个月的问卷调研,总共发放

问卷约300套(1份高管版和2份员工版),即900份,实际回收问卷为701份,其中高管版问卷230份,员工版

问卷471份。根据筛选与统计,成套问卷(1份高管版和2份员工版)为218套,其中高管问卷218份,员工版问

卷436份,有效回收率为72. 6% 。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装备制造、互联网与软件服务、电子信息、服装纺织等

行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约占78. 5% )。在高管样本中,男性占89. 1% ,女性占10. 9% ;40岁以上高管约

占43. 2% (94人),30 - 40岁约占38. 7% (84人);任职时长10年以上约占42. 2% (92人),5 - 10年约占

33. 5% (73人);硕士及以上约占32. 1% (70人),本科学历约占48. 2% (105人)。

(二) 变量测量

各变量量表均采用了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的成熟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从1代表“非常不符合

(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符合(同意)”。
自变量:高管危机警觉性主要采用了 Tang 等 [4] 和张奥等 [6] 开发的警觉性量表,本文采用了8个题项,

如“作为高管,我会经常与其他人互动以获取可能的机会或威胁信息”等。量表的 α 系数为0. 790。
中介变量:组织响应采用了 Hult 等 [34] 的组织响应量表,包括“为应对竞争对手的变化,我们公司能够

快速进行决策”等3个题项,量表 α 系数为0. 900。组织自省主要借鉴了 Schippers 等 [42] 和姚柱等 [20] 所使用

的自省性量表,本文采用了3个题项,并在每个题项中增加了组织情境,如“我们公司经常回顾并复盘协作

是否高效”等,量表 α 系数为0. 703。
因变量:组织创新基于 Jansen 等 [27] 开发的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量表。其中,渐进式创新量表主要

包括“我们公司注重内部管理升级,如实施精细管理、推出新规章制度等”等5个题项,α 系数为0. 912;突变

式创新量表主要包括“我们公司注重技术与研发创新,如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技术等”等4个题

项,α 系数为0. 879。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了公司规模、年龄以及所在行业等三个变量作为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同时,选取

了高管的性别、年龄以及任职时长等三个变量作为高管层面的控制变量。

四、 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采用了 SPSS26. 0(macro)和结构方程软件 Amos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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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各变量的信度采用 α 系数来评价。根据表1所示,所有变量的 α 系数均大于0. 7,说明各变量的

信度较好 [43] 。因子载荷和解释方差百分比(AVE)两项指标显示,各因子 AVE 均大于0. 5且 CR 值大于

0. 7,说明变量的聚合效度较好 [44] 。另外,所有变量 AVE 的平方根(表3中对角线上括号内数值)均大于位

于对角线下方的所在行与列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的区分效度较好。与此同时,本研究对量表进行了验证

性因素分析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相比较于其他测量模型,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最优秀( χ2 / df = 1. 335,
RMSEA = 0. 056,CFI = 0. 944,IFI = 0. 956,TLI = 0. 941),说明变量结构效度具有较好水平。

表1　 信度和聚合效度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高管危机警觉性

(α = 0. 790
CR = 0. 913

AVE = 0. 557)

(1)作为高管,我很少关心行业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与新模式(R)。
(2)作为高管,我很少留意行业发展新趋势与新变化(R)。
(3)作为高管,我十分重视并奖励员工提出新想法。
(4)作为高管,我经常鼓励员工向上反映新问题。
(5)作为高管,我会经常与其他人互动以获取可能的机会或威胁信息。
(6)作为高管,我擅于关联各类看似不相关与不连续的危机信息。
(7)在危机来临前,我往往能“先知先觉”并迅速行动。
(8)作为高管,我一直倡导居安思危,已经成功应对了多次危机。

0. 932
0. 820
0. 850
0. 775
0. 862
0. 783
0. 834
0. 812

组织响应(α = 0. 900
CR = 0. 945

AVE = 0. 536)

(1)为应对竞争对手的变化,我们公司能够快速进行决策。
(2)我们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客户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
(3)我们公司能够快速响应技术创新与迭代的需求。

0. 823
0. 819
0. 801

组织自省

(α = 0. 703
CR = 0. 892

AVE = 0. 716)

(1)我们公司经常回顾并复盘内部协作是否高效。
(2)我们公司经常讨论现有经营思路与方式是否合理。
(3)我们公司经常沟通当前技术与产品开发是否有效。

0. 789
0. 767
0. 753

渐进式创新

(α = 0. 912
CR = 0. 830

AVE = 0. 659)

(1)我们公司注重内部管理升级,如实施精细管理、推出新规章制度等。
(2)我们公司注重人力资源升级,如加大员工培训投入、推行绩效考核等。
(3)我们公司注重生产流程升级,如优化员工操作流程,加强质量管理等。
(4)我们公司注重产品与服务升级,如扩大产能、提升服务品质等。
(5)我们公司注重财务管理升级,如优化预算制度、加强财务管控等。

0. 787
0. 766
0. 731
0. 712
0. 701

突变式创新

(α = 0. 879
CR = 0. 853

AVE = 0. 555)

(1)我们公司注重技术与研发创新,如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技术等。
(2)我们公司注重产品与服务创新,如开发全新产品、推出新服务等。
(3)我们公司注重市场营销创新,如开拓新渠道、尝试新媒体营销等。
(4)我们公司注重产业链整合创新,如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跨领域合作等。

0. 812
0. 782
0. 736
0. 708

　 　 注:R 表示反向题项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χ2 / df RMSEA CFI IFI TLI
单因子模型(CA + OR1 + OR2 + II + RI) 6. 571 . 141 . 560 0. 561 0. 513
二因子模型(CA、OR1 + OR2 + II + RI) 3. 491 . 125 . 732 0. 724 0. 711
三因子模型(CA、OR1 + OR2、II + RI) 2. 634 . 102 . 812 0. 821 0. 814
四因子模型(CA、OR1、OR2、II + RI) 1. 793 . 061 . 936 0. 931 0. 933
五因子模型(CA、OR1、OR2、II、RI) 1. 335 . 056 . 944 0. 956 0. 941

　 　 注:CA 表示危机警觉性,OR1表示组织响应,OR2表示组织自省,II 表示渐进性创新,RI 表示突变式创新

(二)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数据来自企业高管与员工的自我报告问卷,本研究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除了在问卷调

研阶段使用成组配套问卷之外,保证内生和外生变量来自不同问卷 [45] ,本研究也采用了两种统计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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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检验。首先,采用了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不进

行任何旋转时,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0. 23% (小于40% )。其次,在原始假设模型基础上加入一个共

同潜因子 [46] ,该因子指向问卷中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比较有共同潜因子和不含有共同潜因子的模型之

间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之差,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因子载荷之差均远小于0. 1,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比本研

究的影响比较有限。

(三) 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统计结果(见表3),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组织响应显著正相关( r = 0 . 45),与组织自省也

显著正相关( r = 0 . 39);组织响应仅与渐进式创新显著正相关( r = 0 . 46),与突变式创新不相关;组织自省

与渐进式创新显著正相关( r = 0 . 29),与突变式创新也正相关( r = 0 . 27);高管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显

著正相关( r = 0 . 41),与突变式创新也显著正相关( r = 0 . 28)。
本研究在控制了公司层面和高管层面等多个变量后,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高管危机警觉性

与组织创新间的关系。根据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2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高管危机警觉性

能够显著促进组织渐进式创新(β = 0 . 36,p < 0 . 01);模型4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高管危机警觉性能够

显著促进组织突变式创新(β = 0 . 24,p < 0 . 01)。因此,假设1(1a 和1b)得到支持。

表3　 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公司规模 417. 56 980. 65 —
2. 公司年龄 12. 69 9. 50 0. 39∗∗ —
3. 所在行业 2. 3 0. 89 0. 06 0. 07 —
4. 高管性别 0. 12 0. 33 0. 09 - 0. 06 0. 08 —
5. 高管年龄 38. 66 3. 72 0. 06 0. 12∗ 0. 03 0. 04 —
6. 高管任职时长 7. 25 2. 41 0. 11∗ 0. 14∗ - 0. 01 - 0. 01 0. 21∗ —
7. 高管危机警觉

性
3. 86 0. 45 0. 15∗ 0. 16 0. 04 - 0. 06 0. 10 0. 18∗ (0. 746)

8. 组织自省 3. 72 0. 60 0. 16 0. 07 - 0. 08 - 0. 07 - 0. 09 0. 13∗ 0. 39∗∗ (0. 846)
9. 组织响应 3. 98 0. 68 0. 10 0. 09 0. 03 0. 03 - 0. 17∗ 0. 12∗ 0. 45∗∗ 0. 32∗∗ (0. 732)
10. 渐进式创新 3. 27 0. 86 - 0. 04 0. 03 - 0. 05 0. 05 0. 08 - 0. 09 0. 41∗∗ 0. 29∗∗ 0. 46∗∗ (0. 812)
11. 突变式创新 2. 95 0. 80 - 0. 03 0. 07 - 0. 06 0. 01 0. 04 - 0. 08 0. 28∗∗ 0. 27∗∗ 0. 13 0. 63∗∗ (0. 754)
　 　 注:N = 218;∗p < 0 . 05;∗∗p < 0. 01;括号内的数值为 AVE 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方的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双尾检

验)
表4　 高管危机警觉性对组织创新策略的回归分析

变量 渐进式创新 突变式创新

M1 M2 M3 M4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 0. 04 - 0. 03 - 0. 05 - 0. 04
公司年龄 0. 02 0. 04 0. 03 0. 05
所在行业 - 0. 03 0. 03 - 0. 02 - 0. 02
高管性别 0. 03 0. 04 0. 05 0. 04
高管年龄 0. 07 0. 07 0. 06 0. 06
任职时长 - 0. 09 - 0. 10 - 0. 11 - 0. 08
自变量

高管危机警觉性 0. 36∗∗ 0. 24∗∗

R2 0 . 05 0 . 17 0 . 04 0 . 24
ΔR2 0 . 03 0 . 12 0 . 02 0 . 11
F 2 . 08∗ 8 . 82∗∗ 1 . 80∗ 6 . 53∗∗

　 　 注:N = 218;∗p < 0 . 05;∗∗p <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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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了 Bootstrapping 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Preacher 和 Hayes[47] 提出的 Bootsrapping 可以较好

地解决因未满足假设而有可能引发的潜在问题,并且可以有效检验间接效应的效应量,通过置信区间来检

验模型的显著性。通常而言,当效应量的95% 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可认为效应量达到显著水平。在具体操

作步骤上,我们采用了 SPSS 的 macro 插件所内置的多中介变量模型,该模型可分别对每个中介变量所产

生的不同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分析。在分析模型中,我们加入了组织层面和高管层面的控制变量。
首先,本研究检验了高管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的总间接效应(Total Indirect Effects)与具体间接效

应(Specific Indirect Effects)。根据表5的 Bootstrapping 估计结果,可以得出,高管危机警觉性对渐进式创新

的总间接效应显著(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进一步对每个中介变量的具体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组织

响应对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但组织自省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2a 得到支持,假设3a 未得到支持。

表5　 高管危机警觉性对渐进式创新的间接效应

自变量 中介变量 效应量 标准差 95% 置信区间(低) 95% 置信区间(高)

高管危机警觉性

组织响应 0. 1708 0. 0949 0. 0199 0. 4148
组织自省 0. 0877 0. 0993 - 0. 0591 0. 3600

总间接效应 0. 2584 0. 1226 0. 0571 0. 5510
　 　 注:Bootstrapping 样本数为1000;置信区间为偏差矫正(Bias Corrected)参数法

接着,本研究对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突变式创新的总间接效应与具体间接效应进行了检验。根据表6提
供的 Bootstrapping 估计结果,危机警觉性对突变式创新的总间接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均包含0)。由于可

能出现抑制效应(Suppression Effects),即便总间接效应不显著,具体间接效应也有可能显著 [48] ,因此,本
研究进一步检验了每个中介变量的具体间接效应,结果显示,组织响应对危机警觉性与突变式创新的中介

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0),组织自省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3b 得到支持,但不支持假设2b。

表6　 高管危机警觉性对突变式创新的间接效应

自变量 中介变量 效应量 标准差 95% 置信区间(低) 95% 置信区间(高)

高管危机警觉性

组织响应 - 0. 0308 0. 0972 - 0. 2307 0. 1714
组织自省 0. 1397 0. 0973 0. 0006 0. 4135

总间接效应 0. 1089 0. 1305 - 0. 1245 0. 3977
　 　 注:Bootstrapping 样本数为1000;置信区间为偏差矫正(Bias Corrected)参数法

五、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高管危机警觉性是如何通过组织认知与行为改变来影响组织二元创新策略的问

题。具体来说,基于层次回归、结构方程建模和 Bootstrapping 方法,探究了组织响应和组织自省对危机警觉

性与组织创新策略(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间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高管危机警觉性可以通过

组织响应与组织自省两条路径,来影响组织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具体验证的假设结论主要包括:高
管危机警觉性正向影响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组织响应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组
织自省中介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突变式创新的关系。

本研究关于高管危机警觉性对组织创新策略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警觉性效能影响的研究,重点探究了在组织变革情境下高管危机警觉性对组织二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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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影响作用。以往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的效能关系研究主要聚焦创业者 [4-5,7] ,本研究探索性地关注了

企业高管群体,验证了高管对危机信息的警觉可以促进组织实施创新策略的理论假设,扩充了警觉性概念

的外延,呼应了以往学者所提出的对公司战略变革与创新决策中高管警觉性问题的深入探索 [2,7] 。与此同

时,以往关于警觉性与创新的研究,主要关注某种特定创新模式、策略或创新绩效,本研究聚焦组织创新的

具体策略,细化了警觉性对组织创新的效能影响研究,也丰富了组织二元性创新的前因变量的研究 [49] 。
第二,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视角,按照“信息→认知→行动”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警觉性影响组织创新策

略的双中介路径。以往关于警觉性内在效能机制的研究,主要聚焦行为视角,包括领导风格、资源拼凑、创
业学习等行动变量 [6,8,11] ,缺乏基于组织认知视角下过程机制探索 [12-13] 。本研究基于个体认知加工的两种

模式(积极认知和消极认知)框架 [14] ,探讨了组织响应与组织自省对危机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策略关系的中

介效应,特别是两种不同的中介路径(即组织响应中介危机警觉性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以及组织自省中

介危机警觉性与突变式创新的关系)的发现,深化了警觉性影响组织创新策略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创新机

会从认知可取到可行的发生过程,进一步打开了警觉性效能影响路径的“黑箱”。
第三,刻画了警觉性的多重认知路径,拓展了组织警觉性的理论研究。以往警觉性研究局限于机会的

一致性认同 [12] ,即创业者个体警觉表征组织警觉,忽视了高管警觉性与组织不同层级成员间的认知差异

与冲突,即对机会或威胁认知的差异性 [29] 。本研究从组织认知的角度,揭示了一致性认知下的组织响应作

用以及差异性认知下的组织自省作用,刻画了高管从识别机会信号到组织内认知加工并实现机会转化的

传导过程。

(二) 管理启示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对处于绿色双碳与可持续发展情境下的企业创新管理有三个方面的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高管需要不断提升危机警觉能力,对组织内外环境中机会与威胁线索保持警觉。在后疫情

时代,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必须走出舒适区进行危机信息的扫描与探测,主动搜寻非常规

信息与线索,以发现更多潜在的创新机会。高管对危机的警觉性往往能够促使企业组织自我更新(工作理

念、路径与方法等),并加快组织整体的创新响应速度,以获得变革的先发优势 [50] 。
第二,企业需要加快构建警觉型组织,以应对绿色“双碳”与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企

业要加强高管与不同层级成员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让组织内外的机会与威胁线索按照“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并行传递 [51] ,加快对危机信息的一致性认知,鼓励差异性冲突,在反思与自省的同

时,切实提高行动的敏捷响应,以二元的思路推进组织创新与变革。
第三,企业需要积极引导组织成员的集体认知,动态平衡与合理协调“响应”与“自省”的关系。一方

面,企业要提高危机下的目标执行与响应速度。快速的行动响应意味着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与行动部署,特
别是在推进渐进式创新的过程中,企业组织必须树立坚决果断、迅速有力的响应态度,以确保创新机会的

落地与转化;另一方面,企业也要营造危机自省的氛围,鼓励组织成员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来审视创新机

会的可取性,以创造性地思维提出合理的手段和方法,来确保创新机会的捕捉与探索。尤其是在开展突变

式创新的过程中,这种自省可以促进创新或颠覆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助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一是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因此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概化

效度,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补充调研中西部等省份企业样本,以增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二是组织响应与

组织自省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层次相对比较丰富,涵盖了不同业务单元、工作团队等,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跨

层设计,以更准确地反映不同层级的响应与自省对警觉性与组织创新策略间关系的影响。三是配套问卷的

质量不够理想,大部分企业完成了1份高管问卷和2份员工问卷,但聚合操作仍应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个体水

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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